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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日本是東亞區域的兩大國家。由古至今，東亞國際秩序的變遷，

相當程度受到中日兩國國力的消長所左右。在近代以前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

長河中，東亞區域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中華世界體系」，中國的文化軟實

力通過該體系影響整個東亞包括日本，「漢字文化圈」及「儒家文化圈」儼然 

成形。

然而，隨着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崛起，中日兩國國力首度發生逆轉，日本

於十九世紀末取代中國成為東亞新霸主，一定程度主宰了東亞區域的命運，

其後百年堪稱「日本世紀」，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仍然憑藉其經

濟力量、科技和文化軟實力，繼續影響東亞乃至世界。

經歷了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的經濟起飛，中國於二十一世紀初重新崛

起，中日兩國國力再度發生歷史性消長乃至逆轉。在此過渡期，兩國關係或

因歷史問題，或因領土問題而跌宕起伏、衝突不斷，並延續至今。儘管今年

為中日關係正常化五十周年，卻未有任何迹象顯示兩國領導人將會互訪，兩

國關係的冰冷程度，可見一斑。

本文提出「中日國力逆轉症候群」分析概念1，以解釋中國與日本之間在

第二次國力消長乃至逆轉過渡期的二十一世紀初，此起彼伏的諸多衝突現

象。筆者曾於2004年提出「邊陲東亞」的概念，通過東亞傳統的「中心—邊陲」

關係在近現代的變遷，探討沖繩、台灣、香港在戰後所分別呈現的「去邊陲

化」現象2。其中論及的一個重點，是中國國力在近代的衰弱以及日本於明治

維新後成功崛起，所引發東亞區域「中心更替」的效應。「中日國力逆轉症候

群」概念的提出即是在對此現象關注的基礎上沉澱而成的。

作為「中日國力逆轉症候群」概念的主要論點，本文指出中日兩國社會都

存在急需克服的心理調適等因「國力逆轉」而引發的問題，必須認真看待東亞

區域秩序的變遷與重構。

論「中日國力逆轉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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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從世界史看「大國崛起」與「中心更替」

在分析中國與日本因國力發生二度逆轉而引發新舊「中心」之間的摩擦乃

至衝突，以及導致東亞區域發生「中心更替」現象之前，本節先從世界史的視

角來理解歷史上新興大國的崛起究竟如何帶來區域乃至世界秩序的變遷，包

括是否必然導致新舊「中心」之間的激烈爭鬥乃至戰爭，從而進一步掌握仍是

現在進行式的中日第二次國力逆轉的過程所呈現的特徵及其影響。

回顧人類所經歷過的世界歷史，因大國的興衰而引發新舊霸權之間的鬥

爭並觸發區域秩序變動的例子不勝枚舉3。僅以歐洲十五世紀中葉開啟的「大

航海時代」（Age of Discovery）之後的歷史為例4，葡萄牙、西班牙、荷蘭、

法國、英國等歐洲帝國先後崛起，殖民主義浪潮席捲全球，亞洲、非洲、美

洲等地區紛紛淪為歐洲國家的殖民地，導致各區域的秩序面貌發生蛻變。時

至十九世紀，大英帝國開始獨領風騷，並在工業革命成功後正式邁向獨霸天

下的道路，再次改寫了世界地圖。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迅速崛

起，並逐步取代英國成為新的世界強權。經歷了二戰期間同盟國的領軍地位

及美蘇兩大陣營對壘的冷戰時代後5，美國繼續單獨稱霸世界，影響力波及

其在二戰後構築的亞太戰略所涵蓋的東亞區域。

誠然，歐洲一個個大國先後崛起的過程，其實就是世界「中心更替」或「霸

權更替」不斷重複的過程6。新舊霸權之間，從爭奪貿易利益到競逐擴展海外

「種植業」，再到互相搶奪殖民地，成為歐美列強「中心更替」模式的既定內

涵。而最終決定霸權更替的，往往是透過新舊帝國之間的武力衝突乃至戰爭

的結果。一戰正是新興德意志帝國挑戰大英帝國等列強的顯例。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一戰後美國與英國在世界範圍所發生的「中心更

替」卻得以平穩過渡，並且延續至二戰後，迄今已長達一個世紀之久7。「中

心更替」如何避免惡性爭奪、避免導致生靈塗炭的戰爭，即新的「中心」如何 

能「和平崛起」，是國際政治學無可迴避且值得進一步探討與研究的課題。毋

庸置疑，探索此課題之意義，對研究東亞區域秩序變遷而言，其重要性不言

自明。

二　中日首度「國力逆轉」與東亞首次「中心更替」

當古代歐洲仍然長期處於混沌的時期，東亞區域早在東漢時期就已形成

了以中國皇帝為中心、高度制度化的區域秩序——「華夷秩序」。美國哈佛 

大學漢學家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將之稱為“Chinese World Order”，台灣學

者張啟雄則使用該詞的中文翻譯「中華世界秩序」；筆者由1980年代以來現 

代國際關係學的新語境出發，改稱為「中華世界體系」8。中國古代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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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實力通過該體系影響整個東亞，「漢字文化圈」及「儒家文化圈」儼然成形。

該文化圈涵蓋曾經乃至現在仍長期使用漢字或漢語的國家或地區，除了 

大中華地區（兩岸四地），還包括日本列島（含沖繩〔琉球〕）、朝鮮半島、越南

等地9。

然而，君臨東亞超過兩千年的中國在十九世紀中葉後逐漸衰弱，同時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成功崛起，兩國國力發生明顯消長，日本終於在1894至

1895年的甲午戰爭後名正言順地取代中國，成為東亞的新霸主。這是東亞區

域史上首次因「國力逆轉」而發生「中心更替」的現象。

此後的一百年間，在某種意義上堪稱「日本世紀」。其間以1945年為界，

前後分兩個主要時期。二戰之前，日本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先後併吞琉球

（1879）、獲取台灣（1895）、合併朝鮮（1910）、掌控「滿洲」（中國東北，1931）、 

全面侵華（1937）、佔據香港（1941）、征服中南半島北部（1940）和南部（1941）、 

東南亞島嶼局部（1942），幾乎佔領了整個東亞及東南亞區域，並試圖建立以

日本為中心的新區域秩序——「大東亞共榮圈」bk。

1945年戰敗後，日本更換和平跑道，以經濟力量繼續維持「亞洲一哥」的

地位。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於1979年提出「日本第一」的概念

來分析戰後日本經濟高度發展的原因，由此「日本第一」成為日本經濟奇迹 

的代名詞bl。日本不僅在1960年代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也是七國集團（G7）中唯一的亞洲成員國bm。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在1971年取

代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但對反共色彩濃厚的東南

亞國家聯盟（ASEAN）的影響力較弱，而日本跨國企業則早在1960年代就已大

舉進軍東南亞市場，其後追求國家迅速發展的馬來西亞更積極推動向日本學

習的「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bn。簡言之，日本憑藉其在經濟力量，科

技、流行文化等領域的優勢，以及龐大的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bo，至少到二十世紀末仍在東南亞繼續維持着極具影響力的

「亞洲一哥」地位。

而中國則在1990年代後才開始在東南亞發揮較為顯著的影響，事實上中

國直至1990年才與新加坡建立外交關係，也是在同年與印尼關係正常化。不

過，即使在冷戰時代，與蘇聯訣別後的中國因地緣政治因素，以及作為東亞

地區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鄰近的社會主義陣營（包括朝鮮、印支半島）仍

然發揮着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冷戰時期還有一個非亞洲國家儼然扮演着「中心」的

角色——美國。一方面，美國是日本與韓國最重要的軍事同盟國；另一方

面，美國也在反共的東南亞區域或建立軍事同盟關係，或維持軍事合作關

係。不止於此，美國在冷戰時期還在經濟上大量援助東亞及東南亞的「自由地

區」bp。簡言之，建構於冷戰時期的美國亞太戰略，使美國在二戰後尤其在軍

事安全領域成為該區域不可替代的「影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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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國崛起與中日第二次「國力逆轉」

二十世紀末東亞區域中日美「三強鼎立」的時代，隨着冷戰結束及中國推

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成效而快速發生變化，中日之間國力消長的趨勢與日俱

增。1978年末，中國結束了意識形態掛帥的毛澤東時代，開始積極推動改革

開放政策，使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到了1990年代中葉，中國國力的全面增強

開始受到世界範圍的廣泛關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崛起」更是呼之欲出。

在中國崛起初期，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陸續趕超七國集團。首 

先，中國GDP於1995年超越加拿大，躍居世界第七；2000年則趕超意大利； 

2005年甩開法國，晉升第五；到了2006、2007年則超越作為歐洲經濟大國的

英國和德國，名列第三。經過二十一世紀的前十年，中國終於在2010年將作

為亞洲最大經濟體長達一個世紀以上的日本的GDP總量擠了下去，躍升為僅

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bq。該年日本GDP為5.39萬億美元，而中國則

為5.75萬億美元，到了2021年日本GDP停留在5.39萬億美元，而中國則暴漲

至17.73萬億美元，超過日本三倍。軍費預算方面，2021年日本軍費為517億

美元，中國則為2,091.73億美元，幾乎是日本的四倍。

正當中國經濟迎來飛躍期，國力亦隨之迅速膨脹之際，日本卻進入被稱

為「失落二十年」的暗淡時代br。所謂「失落二十年」，是指從1990年代初「泡

沫經濟」崩潰開始，日本經濟經歷了長期低迷的時期。在此過程中，舊有的經

濟政策乃至體制無法帶動日本持續增長，而人口老齡化與少子化等社會問題

日趨嚴重，年金改革困難重重。處於這個時期的日本年輕世代看不到希望，

普遍出現了與1980年代之前的日本經濟高增長時期「向上看」、「向前看」、「向

所謂「失落二十年」，是指從1990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開始，日本經濟經歷了長期低迷的時期。（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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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看」相反的「向下看」、「向後看」、「向內看」現象bs。而日本在安倍晉三第二

度主政（2012-2020）之前六年先後換了六位首相，加深了日本社會對政府的不

信任bt。除此之外，2011年日本東北地區空前的大地震、大海嘯，也進一步

加深了日本社會對經濟前景乃至國力不繼的深重憂慮。

換言之，經歷了整整一百年的「日本世紀」之後，曾經的「中心」——中國

在二十一世紀初以崛起之姿，展示了重新問鼎「亞洲一哥」地位的氣勢。然而

必須指出的是，在此東亞區域內部力量面臨鉅變的過程中，中日兩國之間的

關係極不穩定。事實上，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發生的三次大規模遊行都 

是針對日本而發，即2005年因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屢次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

靖國神社等「歷史（認識）問題」、2010年中日釣魚台海域「撞船事件」，以及

2012年因日本欲將釣魚台「國有化」而發生的大規模「反日運動」。

本文所提出的「中日國力逆轉症候群」，作為分析二十一世紀初中日關係

以及東亞秩序變遷的學術概念，正是基於二十一世紀前二十年兩國關係跌宕

起伏、衝突不斷的現象。

四　「國力逆轉」下中日社會的調適問題

「中日國力逆轉症候群」概念的最主要論點，在於指出中國與日本進入國

力消長乃至逆轉的過渡期，之所以發生此起彼伏的衝突，係由於中日之間各

自存在心理調適的問題。

一方面，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使中國的社會與人民都來不及做好準

備，國家還在摸索如何成為受世界敬重的責任大國，而大國國民風範也一時

未能在中國社會建立起來，相反的行為卻在震撼世界的2012年反日運動中表

露無遺。另一方面，在二戰後穩坐「亞洲一哥」地位已久、早已聽慣了「日本第

一」的日本社會卻也未做好淪為亞洲「老二」的心理準備，因此無論是媒體輿論

界還是思想學術界，迄今幾乎仍未有承認中日國力已發生逆轉以及關於「老

二」新定位的相關討論。

正因為中日雙方彼此對國力逆轉的不適應，使民族情緒在不安的過渡期

中容易被潛藏經年的一些問題所激發，以致發展成高危的衝突，甚至陷入難

以收拾的境地。換言之，中日兩國的民族主義在此不穩定的過程中獲得了迅

速滋長、日趨高漲的環境。

在中國，「中國崛起」提升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使他們在面對挑戰

自身民族尊嚴的外來壓力時，有了更敏銳的反應ck。1996年的話題之作《中國

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2008年的《中國不高興》cl，

以及2017年的電影《戰狼 II》所代表的象徵意義，正是崛起三十年來兩代中國

人持續對民族主義的熱情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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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民族主義的能量需要借助「假想敵」來凝聚。1930年代日本侵

華期間「皇軍」在中國的惡行所沉澱下來的國仇家恨等歷史記憶，使日本成為

中國民族主義的最大「假想敵」。上述中國爆發的三次大規模「愛國遊行」，均

為針對日本而發。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的背景中，既有來自

日本右傾化現象刺激的外在因素，亦有涉及中國國內治理體制、愛國主義教

育、社會變遷等內在因素，致使民族主義長時間處於亢奮狀態，一有風吹草

動，就容易走向失控的臨界點。

在日本，經歷了「失落二十年」，二十一世紀初國民逐漸失去對國家前途

的信心，使高舉民族主義旗幟的保守乃至右翼勢力獲得更多着力的空間。隨

着反對「自虐史觀」的「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於1996年成立cm，日本社會中的

右翼主張在1990年代中葉以降快速擴展，不僅在社會得以蔓延，更滲透至政

壇。書店裏「反中」、「嫌韓」的書籍泛濫，右翼思想更透過網絡媒體如「第二頻

道」等佔據一定的輿論陣地cn。2006年安倍內閣以及翌年麻生太郎內閣的誕

生，象徵着右翼思想已成功奪取政治領域的高地，而2012年12月安倍再度出

任首相，則彰顯日本政治與社會的右傾化達到二戰結束以來的頂峰co。

2012年是中日關係正常化四十周年，該年發生的圍繞釣魚台爭議的衝突

所折射的，正是在中日雙方國力發生明顯消長的過渡期，由於兩國政府與社

會都未做好適應的準備，因此讓迅速高漲的民族主義得以高度介入，最終導

致兩國關係陷於頻臨戰爭的動盪時期。

衝突爆發兩年後，2014年11月，中日雙方就處理與改善兩國關係達成四

項原則共識：一、雙方確認將遵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各項原則和精神，繼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使中國的社會與人民都來不及做好準備。（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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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二、雙方本着「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精神，就

克服影響兩國關係的政治障礙達成一些共識；三、雙方認識到圍繞釣魚台等

東海海域近年來出現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主張，同意通過對話磋商防止局勢

惡化，建立危機管控機制，避免發生不測事態；四、雙方同意利用各種多雙

邊渠道逐步重啟政治、外交和安全對話，努力構建政治互信。中日之間的所

謂四個政治文件，包括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

條約》、1998年的《中日聯合宣言》和2008年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

係的聯合聲明》。

然而，中日關係並沒有因為2014年雙方達成的共識而真正回歸正常，直

到2017年安倍政府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有較正面的回應之後，中國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於2018年5月訪日，中方始定位兩國關係「重回正軌」。不過，好

景不長，隨着特朗普（Donald J. Trump）政府中後期中美對立態勢的出現及長

期化，中日關係迄今仍未呈現真正的改善趨勢cp。

五　代結論：中國與日本的抉擇

2022年中日迎來關係正常化五十周年，儘管是兩國邦交的重要年份，中

日雙方領導人卻未有互訪的任何迹象，折射出中日關係的冰冷程度。誠然，

造就二十一世紀初期（包括現階段）極不穩定乃至跌宕起伏的中日關係的因素

頗多，譬如2018年以降中美進入「新冷戰」國際格局的影響，筆者以為從結構

上尋求化解中日衝突的關鍵，仍在於雙方都應認真看待現在進行式的「國力逆

轉」與東亞區域「中心更替」的現實所帶來的兩國社會民眾心理調適的問題。

一方面，中國曾經在近代以前，以「中華世界體系」構築起長達二千多年

東亞歷史上相對和平穩定的區域秩序。在經歷了強調「主權」與「平等」等觀念

的現代性洗禮之後，昔日「中華世界體系」誠然已不適用於作為構築二十一世

紀東亞新區域秩序的框架。然而，這個體系所吸納的先賢孔子在處理與周邊

地區關係時倡議的「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第十六》）的宏

大精神，以及五十國學子、商旅雲集長安所展現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

盛唐風範cq，仍值得二十一世紀重返東亞「老大」地位的中國社會虛心重溫與

借鑒cr。

另一方面，從「亞洲一哥」可能淪為「老二」的日本如何選擇未來的道路，

亦為無可避免的課題。遺憾的是，日本政界與文化思想界至今仍未掀起觸及

社會靈魂的、以「日本何去何從」為命題的相關討論。於2009年主政不足一年

的鳩山由紀夫曾積極倡議「東亞共同體」cs，不過卻因日本對崛起的中國的不

信任以及中日韓三方之間涉及歷史問題與基於國家利益考量的芥蒂而未能獲

得進一步發展。面對習近平時代奉行「實力主義」外交路線的中國，日本歷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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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主要政黨更傾向強化美日安保來尋求維持自身在印太區域的地位。儘

管2012年再度執政的安倍較有國際戰略，然而其積極構築的卻是強化西南諸

島的防衞，以及熱心拉攏價值觀相同的國家，形成「自由與繁榮之弧」ct，並

藉此圍堵中國，缺乏對重構亞洲未來和平秩序更具遠大理想的積極思維。

本文開首已論述了世界史上多個「中心更替」的例子，其中大多在更替過

程中發生衝突乃至爆發戰爭，然而也有「和平轉移」的案例。二十世紀初期，

大英帝國仍然統治着大半個世界，新興的德意志帝國卻不甘示弱，嘗試挑戰

其地位，儘管也曾強盛一時，最終仍以失敗收場。另一個例子則是二戰後的

英國，作出與德國截然不同的抉擇。美國於一戰後迅速崛起，並於二戰後名

正言順地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的新霸主，然而英國所展示的，卻是積極面對淪

為「老二」的現實，並心甘情願與美國精誠合作的姿態。

面對東亞區域第二度歷史性「國力逆轉」的態勢，中國將如何展示負責任

的大國形象，同時樹立起受世人肅然起敬的國民風範？而日本又將如何作出

抉擇，究竟是仿效1945年以前試圖挑戰英國的德國，走向與中國對抗的道

路，還是仿效戰後面對崛起之美國的英國，與中國攜手共同開創東亞區域的

共贏新時代，抑或尋求第三條路dk？

毋庸置疑，第二度歷史性「國力逆轉」時期的中日兩國如何應對和抉擇，

勢必影響東亞區域秩序乃至世界秩序的安定。作為東亞兩大國的中國與日本

將會作出如何的應對與抉擇，我們拭目以待。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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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力逆轉下的中日大衝突——解讀釣魚台風暴的來龍去脈〉，《明報月刊》，2012年	

10月號，頁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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